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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为了激励服刑人员积极履行生效财产性判项, 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关联

机制改革在全国推行。 以我国三地监狱调查研究为基础, 尝试对改革实效进行全面评

估。 研究发现: 改革后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执行难问题确有改善, 但效果有限, 执行

到位率仍处低位; 改革存在激励偏差, 作为重点对象的 “三类罪犯” 的改善情况不如

普通罪犯; 改革效果不彰, 不能完全归咎于服刑人员履行意愿不高, 履行能力不足确

是客观阻碍因素; 由于无法准确判断服刑人员的履行能力, 服刑人员减刑假释适用过

度紧缩, 普通罪犯相较 “三类罪犯” 受到更多不利影响; 由此, 服刑人员大范围出现

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 影响监狱监管安全和罪犯改造工作, 并在宏观层面会带来国家

财政重负和公共安全隐患。 基于上述发现, 除了细化规范指引之外, 决策者更要充分

认识改革作为激励机制的设计缺陷、 作为刑罚改革的合目的性以及作为公共政策的效

率追求, 从而对改革未来的努力方向和具体策略作出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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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难, 是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顽疾。 被判处实刑的服刑人

员及其家属常常抱着不能 “ 又打又罚” 的心态, 对已经生效的财产性判项置之不理, 导致财

产性判项 “空判” 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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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痛点,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主导下, 财产性判项与减刑

假释关联机制改革 (以下称 “ 关联机制改革” 或 “ 改革” ) 迅速在全国推行。 改革将服刑人

员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与其服刑期间的减刑假释机会相挂钩———有能力履行但不积极履行

者, 减刑假释从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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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 量刑规范化改革中法外因素影响的识别与规制研究” ( 23BFX124) 的阶段性成果。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 《 关于办理减刑、 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 首次提出了财产性判项的概念, 具体包

括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义务、 追缴、 责令退赔、 罚金和没收财产等判项。 2024 年最高人民法院 《 关于办理减刑、
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的规定》 第 1 条再次明确, 财产性判项是指生效刑事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裁判中

确定罪犯承担的被依法追缴、 责令退赔、 罚金、 没收财产判项以及民事赔偿义务等判项。
参见张昔昌、 吴一澜、 凌杰: 《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关联机制实证研究》 , 《中国监狱学刊》 2018 年第 5 期, 第 45 页。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减刑、 假释是重要的刑罚变更执行制度, 将财产性判项执行与减刑、
假释关联, 一方面可以激励罪犯积极履行生效刑事裁判的财产性判项, 提高财产性判项的执行

率; 另一方面可以充实 “确有悔改表现” 这一减刑、 假释适用条件的判断标准, 让加强减刑

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有了新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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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认定为 “ 确有悔改表现” 的依

据, 关联机制改革由此获得了理论正当性。 以改善财产性判项 “ 判而不执, 执而不力” 为目

标, 进而维护司法权威和实现司法公正, 改革又具有了功利意义上的正当性。
　 　 然而, 应然层面改革目标的可欲和法理依据的正当, 未必能够保证实然层面改革的顺利推

行。 关联机制改革, 一方面显著改变了过去财产性判项不受重视的情况 ( 这涉及法院系统内

部审判、 执行和审判监督三个部门之间的分工和互动) , 另一方面也切实影响了主刑刑罚执行

的变更 (这涉及服刑人员和监狱部门的核心利益以及法院和监狱在减刑假释适用方面的权力

分配) 。 再加上改革成功与否实质上仰赖于服刑人员的履行义务能否顺利转嫁给其家属, 改革

推行过程中必然涉及个人与个人、 个人与体制、 体制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复杂的利益博弈。
又因为改革的实际发生场域———监狱以及目标群体———服刑人员的特殊性, 改革在实践层面产

生的矛盾与张力, 还可能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产生溢出效应。 在全国推行十余年后, 亟需全面盘

点关联机制改革的成败得失, 才能为改革未来的纵深推进提供更好参照。
　 　 我国刑事法领域历来存在 “ 重犯罪论, 轻刑罚论” 的研究传统, 又因为改革落地在监狱

大墙之内, 主流学界对关联机制改革及其现实影响一直缺乏足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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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价值的文章

和数据多来自司法实务部门 (特别是法院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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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人员常常因为掌握第一手实践经验

而颇富洞见, 但往往也受限于所处部门和职位, 难以统观全局。 更何况, 评估司法改革是一门

技术活, 需要采用规范科学的方法, 实务人员往往没有受过足够的学术训练。 这两方面局限降

低了实务部门改革评估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特别是, 法院系统作为改革的主导者来评估改革,
存在裁判员和运动员身份混同的问题。 作为财产性判项的执行部门, 法院系统在评估改革时会

过分聚焦 (往往是高估) 改革对财产性判项执行的改善情况, 而有意无意忽略改革的成本。
除了主观期许的干扰之外, 改革实际落地在监狱, 法院系统要想对改革的现实推进情况展开全

面细致观察, 客观上也受制于监狱大墙的阻隔。 囿于部门利益和角色局限, 目前以法院视野为

中心对关联机制改革实效展开调研评估是必要的, 但还不够充分、 全面, 需要学者作为独立第

三方运用更规范科学的评估方法进行补充性观察。
　 　 鉴于上述原因, 本文将观察视野的中心从改革的主导者———法院转向改革真正落地的场

域———监狱, 立足于我国三地监狱调查研究获得的一手资料, 尝试对关联机制改革的实际效果

进行评估。 文章主体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明确提出研究的问题, 交代具体运用的实证研究

方法和样本选取情况; 第二部分构建新的方法和指标, 尝试精细化测量关联机制改革在改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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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 最高法发布 〈 关于办理减刑、 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的规定〉 》 , https: / / www. court. gov. cn /
zixun / xiangqing / 431242. html, 2025 年 1 月 8 日最后访问。
截至 2025 年 6 月, 中国知网上能够搜索到的与关联机制改革相关的期刊论文不足 20 篇, 少有名家之作, 且内容

多有雷同。
参见蒋晓燕、 王正阳: 《 财产性判项与减刑、 假释关联机制运行的困境检视与裁判规则》 , 《 中国监狱学刊》
2023 年第 4 期, 第 5 页以下; 陈磊: 《 关于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与减刑、 假释关联机制的思考》 , 《 人民司法》
2022 年第 4 期, 第 39 页以下; 叶萍、 张露: 《 财产刑执行难问题分析及可行性对策》 , 《 人民司法》 2022 年第

25 期, 第 44 页以下; 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 财产性判项履行与减刑假释关联机制研究》 , 载田

禾、 吕艳滨主编: 《 实证法学研究》 第 3 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185 页以下。



产性判项执行方面的实际收益; 第三部分运用回归分析模型, 探寻服刑人员个人层面阻碍改革

收益更好达成的影响因素; 第四部分聚焦改革的直接成本, 从服刑人员的问卷调查结果出发,
揭示改革给服刑人员和监狱带来的损害和风险; 第五部分关注改革直接成本的溢出效应, 进一

步对改革在宏观社会层面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性进行呈现。 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 第六部分尝试

从认知、 方向和策略三个维度对改革未来的纵深推进给出新的思考和建议。

一、 问题、 方法与样本

　 　 (一) 三个问题

　 　 关联机制改革源于个别地方法院自生自发的实践与探索, 在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与支

持后, 逐渐向全国推开。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 《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2010 年) 、 《关于办理减刑、 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 2012 年) 、 《 关于办

理减刑、 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 ( 2016 年) 等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 尝试为改革

自上而下的贯彻提供统一的规范指引。 2021 年 “ 两高两部” 《 关于加强减刑、 假释案件实质

化审理的意见》 , 进一步将财产性判项的履行作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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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 月,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办理减刑、 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的规定》 正

式施行, 首次对关联机制改革作出系统性解释, 这对于正确处理减刑、 假释与财产性判项执行

的关系意义重大。 然而, “没有什么法律干预会发生在真空里。 它发生在拥挤、 预先存在的社

会空间里, 这个空间的形态调节并决定着人们的回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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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规范的梳理和解读只能构成研

究改革的起点, 需要经验性地对改革的现实影响进行观察和测量, 才能为改革的纵深推进提供

坚实基础和有力参照。
　 　 本文尝试对关联机制改革的现实影响展开全面评估。 不同于先前法院主导的改革评估, 本

文将关注视野转向改革真正落地的场域———监狱, 将改革对象———服刑人员作为调查对象, 重

新盘点改革的得失。 本文致力于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 关联机制改革在改善财产性判项执

行方面有何实际效果; 其二, 从服刑人员个人层面看, 是什么阻碍了关联机制改革目标更好实

现; 其三, 从各个维度看, 关联机制改革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和现实风险。
　 　 (二) 研究方法

　 　 围绕上述三个问题, 本文采用调查研究方法, 对监狱服刑人员进行问卷调查。 一般来说,
为确保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 调查研究样本的获取最好通过随机选取的方式产生。 然而, 我国

监狱系统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 学者作为 “局外人” , 要想进入监狱展开调研本身就十分困

难, 要想在全国 600 余所监狱中随机选取调研监狱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现实操作

中, 能否获得监狱方面的许可, 不得不成为确定调研监狱的首要原则甚至唯一原则。 在本次调

研中, 有三所监狱允许开展关联机制改革方面的问卷调查。 其中两所是男犯监狱, 均位于我国

北方地区; 一所是女犯监狱, 位于我国南方地区。 鉴于调研地点的特殊性, 不能随机抽取调研

·351·

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关联机制改革实效评估

〔 6 〕

〔 7 〕

参见胡仕浩、 骆电、 夏建勇: 《 关于办理减刑、 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的规定》 , 《 人民司法》 2024
年第 16 期, 第 38 页。
[ 美] 劳伦斯·弗里德曼: 《 碰撞: 法律如何影响人的行为》 , 邱遥堃译,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102 页。



监狱, 本文尽量实现了南北地区和罪犯性别的兼顾。
　 　 确定调研监狱之后, 还要选取参与问卷调查的服刑人员。 在监狱方面的许可和协调下, 本

次问卷调查从三所监狱总共抽取了 1200 名服刑人员作为调查对象, 每所监狱各 400 名。 受诸

多现实因素的限制, 调查对象的确定也没能通过随机选取的方式产生, 而是由监狱方面决定。
抽样的唯一要求是, 所有被选取的服刑人员入狱的时间必须在监狱落实关联机制改革之前。
　 　 调查研究采取了服刑人员自填问卷的形式。 问卷主要采用封闭式问题, 内容分为四个部

分: 第一部分询问服刑人员的个人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询问服刑人员犯罪和服刑的情况; 第三

部分询问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判罚和履行的情况; 第四部分询问服刑人员对关联机制改革的看

法。 问卷结尾留了一个开放式问题, 鼓励意犹未尽的服刑人员写下自己对改革的看法。 调查问

卷由三所监狱的干警代为发放, 发放 1200 份问卷, 最后回收 909 份, 回收率为 75. 8%。
 

〔 8 〕

　 　 (三) 样本描述

　 　 在完成问卷调查的 909 名服刑人员中, 男犯占总数的 66%, 女犯占 34%。 完成问卷调查

的服刑人员以青壮年居多。 具体来说, 年龄在 30 岁及以下的占总数的 25%; 31 岁至 40 岁之

间的占比为 39%; 41 岁至 50 岁之间的占比为 24%; 51 岁至 60 岁之间的占比为 9%; 60 岁以

上的占比仅为 3%。
　 　 这些服刑人员的家庭经济情况普遍一般甚至不佳。 认为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处于社会平均

水平的服刑人员占总数的一半, 认为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占比为 28%, 认为高于社会平均水

平的占比最少, 约为 22%。 当被问及入狱前自己是否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时, 63%的服刑人

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这意味着入狱服刑之后, 多数服刑人员的家庭经济情况会在原有水平上

进一步恶化。
　 　 从犯罪类型看, 大多数服刑人员因实施非暴力犯罪而入狱, 占比 63%; 实施暴力犯罪入

狱的占比 37%。 与此同时, 实施了职务犯罪、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 组织、 领导、
参加、 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服刑人员 (所谓 “三类罪犯” ) 约占总数的 17%。 根

据 2014 年中央政法委 《关于严格规范减刑、 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
(以下称 “中央政法委 5 号文” ) 的政策精神, “三类罪犯” 应当是关联机制改革的重点目标,
不属于 “三类罪犯” 的普通罪犯约占样本总数的 83%, 构成了服刑人员样本的大多数。
　 　 从判处的刑罚看, 85%的服刑人员被判处刑期长短不一的有期徒刑, 9%被判处无期徒刑,
6%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在完成问卷调查的所有服刑人员中, 约 92%被

判处了不同类型的财产性判项。 这意味着, 有效完成问卷调查的服刑人员绝大多数都处于关联

机制改革的影响范围内。

二、 有限与偏差: 改革收益的测量

　 　 (一) 现有方法的问题

　 　 关联机制改革以解决财产性判项执行难为目标。 在评估改革实际收益时, 需要判断实践中

关联机制是否改善了财产性判项 “ 判而不执, 执而不力” 的困境, 以及进一步测量改革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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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一般来说, 在社会科学领域, 调查问卷回收率高于 70%已经达到非常好的标准。



大程度上改善了这些问题。
　 　 在改革收益方面,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公布全国性数据, 现有公开数据多由地方法检部

门 (特别是法院系统) 发布。 比如, 2019 年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减刑案件 932 件,
涉及财产性判项 713 件, 服刑罪犯主动履行 460. 31 万元, 2018 年服刑罪犯主动履行 234. 36
万元, 履行额同比提升 96.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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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2021 年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刑事财产

性判项执行案件 2477 件, 结案 2231 件; 执行到位金额 3. 04 亿元, 同比增长 101. 32%; 被执

行人主动履行 742 件, 同比上升 32. 5%, 主动履行金额 5538. 43 万元, 同比增长 37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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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呈现方式看, 这些反映改革收益的数据, 或是汇报财产性判项执行案件数量绝对值的变化,
或是汇报执行人数绝对值的变化, 或是汇报执行金额绝对值的变化, 至多再计算同比提升率。
这类测量方式能让我们直观感受到改革后财产性判项执行难问题确实有了改善, 但这类测量至

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 1) 过于粗糙。 只能让我们知晓有无改善, 却不能精确反映改善的程

度。 ( 2) 容易误导。 在缺乏总体参照的情况下, 只关注绝对值变化, 会轻易得出过于乐观的

结论, 从而丧失对改革实际收益的结构性洞察。 因此, 对关联机制改革的收益展开更为细致和

有效的再测量, 十分必要。
　 　 (二) 新方法的构建

　 　 本文尝试构建两个指标, 并从两个维度对关联机制改革收益进行再测量。
　 　 1. 两个测量指标

　 　 从改革目标看, 关联机制改革是为了解决财产性判项 “ 判而不执, 执而不力” 的问题。
因此, 判断关联机制是否有效, 首先要测量 “ 判而不执” 情况的改善。 用更为操作化的语言

表述, 就是要观察: 关联机制推行之后, 服刑人员中履行财产性判项者的占比与改革之前相比

是否有所提升; 如果是, 增幅如何。 接下来, 要进一步测量 “ 执而不力” 情况的改善。 用更

为操作化的语言表述, 就是要观察: 关联机制推行之后, 服刑人员中将财产性判项全部履行完

毕者的占比与改革之前相比是否有所提升; 如果是, 增幅如何。 测量的第一阶段关注的是改革

对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执行率的提升情况, 第二阶段关注的是改革对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执行

到位率的提升情况。
　 　 由此, 执行率和执行到位率构成了关联机制改革收益再测量的双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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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测量

指标的数学表达分别为: 执行率 = [ (部分履行财产性判项人数+全部履行财产性判项人数) /
被判处财产性判项服刑人员总数] ×100%; 执行到位率 = ( 全部履行财产性判项人数 / 被判处

财产性判项服刑人员总数) ×100%。 关联机制改革能否切实改善财产性判项 “ 空判” 的状况,
执行率的提升是基础, 执行到位率的提升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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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丽、 常凯玲: 《 晋城中院推进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取得良好效果》 , https: / / baijiahao. baidu. com / s? id
= 1667020533557093049&wfr = spider&for = pc, 2025 年 1 月 8 日最后访问。
参见崔善红、 任玥文: 《 让刑事财产刑不 “ 空判” ———海南法院破解刑事裁判财产刑判项 “ 执行难” 纪实》 , ht-
tp: / / www. court. gov. cn / fabu-xiangqing- 36719. html, 2025 年 1 月 8 日最后访问。
法院是法律规定的 “ 执行” 财产性判项的负责部门, 服刑人员则在法律上负有 “ 履行” 财产性判项的义务。 因

主语不同, 财产性判项所搭配的动词就有别。 关联机制改革是法院系统主导的, 执行财产性判项是法院的工作,
其改善也属于法院系统的工作业绩, 因此在改革收益测量指标上选用 “ 执行率” 和 “ 执行到位率” 的说法。 鉴

于本文立足于监狱服刑人员的问卷调查, 服刑人员在问卷中自述是否履行或者全部履行被判处的财产性判项, 服

刑人员的履行情况构成了法院的执行数据。 因此, 在执行率和执行到位率的数学表达式两端用了 “ 执行” 和

“ 履行” 两种表述。



　 　 2. 两个测量维度

　 　 在改善财产性判项执行难的大目标之下, 关联机制改革在制度设计上针对服刑人员采取了

主次分明、 区别对待的策略。 将 “三类罪犯” 作为改革重点, 具有双重的现实合理性: 一方

面, 与普通罪犯相比, “三类罪犯” 在入狱前, 或是所处社会阶层较高, 或是拥有较多社会资

源, 因而推定其拥有更强的履行能力。 另一方面, 相比普通罪犯, “ 三类罪犯” 因其犯罪性质

往往会被法院判处更高金额的财产性判项。 如能通过对其减刑假释进行更严格的控制, 迫使

“三类罪犯” 在服刑期间充分履行财产性判项, 在司法资源有限的大前提下, 相较于对罪犯一

视同仁的策略, 能够更快也更多地提升执行金额。 因此, 关联机制改革能否取得令人满意的成

效, 关键得看 “三类罪犯” 是否受到充分激励进而积极配合。
　 　 本文在测量改革收益时, 首先测量改革是否有效提升了全体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的执行率

和执行到位率, 进而分别观察改革对 “ 三类罪犯” 和普通罪犯财产性判项执行率和执行到位

率的改善情况。 只有测量结果显示, “三类罪犯” 两个指标的提升幅度均高于普通罪犯, 改革

才算得上是正中靶心式的卓有成效。
　 　 (三) 测量结果的呈现

　 　 1. 全体服刑人员的一般性测量

　 　 在 909 名完成问卷调查的服刑人员中, 未被法院判处财产性判项的有 66 名, 另有 4 个样

本没有明确汇报是否被判处了财产性判项。 剔除这一部分样本后, 以执行率和执行到位率为测

量指标, 观察改革对全体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的改善。 测量结果如下: 在关联机制改

革推行之前, 有 41. 6%的服刑人员部分或者全部履行了被判处的财产性判项, 改革推行之后,
这一数据上升至 63. 2%; 改革促使全体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的执行率提升了 21. 6%。 无论是

改革之前还是之后, 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的执行到位率都要显著低于执行率。 在改革推行之

前, 仅有 10. 3%的服刑人员完全履行了被判处的财产性判项, 改革推行之后, 执行到位率增

长了 22. 5%。 虽然与执行率的增长幅度相仿, 但从绝对占比的角度看, 改革后完全履行财产

性判项的服刑人员仍然是少数, 仅占总数的 32. 8%, 不足三分之一。
　 　 综上所述, 关联机制改革对全体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执行率和执行到位率均有提升作用,
但增幅有限; 而且全体服刑人员的执行到位率在改革之后仍处于低位, 大部分人仍未能全部履

行财产性判项。 这意味着, 即使在关联机制改革推行之后, 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 “ 执而不力”
的问题依然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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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三类罪犯” 与普通罪犯的比较性测量

　 　 在完成关联机制改革对全体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执行率和执行到位率改善情况的测量之

后, 还要把作为改革重点目标的 “ 三类罪犯” 与普通罪犯区分开来, 分别观察和比较改革对

这两类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的改善。 测量结果如下: 关联机制改革推行之前, 无论是

财产性判项执行率、 还是执行到位率, “三类罪犯” 的表现均好于普通罪犯。 就执行率而言, 有

60. 8%的 “三类罪犯” 部分或者全部履行了财产性判项, 而普通罪犯的这一比例只有 37. 3%。
就执行到位率而言, 两类罪犯表现均不佳。 只有 14. 9%的 “ 三类罪犯” 在改革前全部履行了

财产性判项, 相比之下, 普通罪犯表现更差, 仅有 9. 3% 在改革之前全部履行。 改革推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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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三类罪犯” 和普通罪犯财产性判项的执行情况均有一定改善, 但无论是执行率还是执行

到位率, “三类罪犯” 的改善情况均不及普通罪犯。 就 “三类罪犯” 而言, 改革后财产性判项

的执行率上升至 72. 3%, 增长了 11. 5%; 执行到位率上升至 31. 1%, 增长了 16. 2%。 相较之

下, 改革后普通罪犯的执行率由 37. 3%上升至 61. 2%, 增长了 23. 9%; 执行到位率由 9. 3%
上升至 33. 2%, 也增长了 23. 9%。 普通罪犯财产性判项执行率和执行到位率的增幅, 均高于

“三类罪犯” 。 这导致 “三类罪犯” 和普通罪犯原先在财产性判项执行率方面的悬殊差距显著

缩小, 在执行到位率方面, 普通罪犯的数据表现甚至略微反超了 “三类罪犯” 。
　 　 这意味着, 关联机制改革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激励偏差。 尽管 “ 三类罪犯” 是改革的重

点对象, 但改革后他们履行财产性判项的改善情况明显不如普通罪犯。 在肯定关联机制对财产

性判项执行难问题确有改善的同时, 还要注意到目前改革未能充分调动重点目标——— “三类罪

犯” 履行财产性判项的积极性, 改革存在激励偏差。

三、 不愿或不能: 影响因素的探寻

　 　 (一) 一个问题, 两种说法

　 　 前文显示, 关联机制改革的推行确实促进了财产性判项的执行, 不过改革收益有限。 除了

“三类罪犯” 作为改革重点对象未被充分激励之外, 改革之后全体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的执行

到位率依然保持在低位, 这是不容否认的现实。 那么, 从服刑人员个人层面看, 究竟是什么阻

碍了关联机制改革愿景更好达成?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不同主体显然有不同说法。
　 　 在改革发起者看来, 财产性判项之所以执行难, 主要是服刑人员的履行意愿不足, 这种判

断构成了关联机制改革最核心的预设。 改革也因此围绕着最大化提升服刑人员的履行积极性来

进行制度设计, 改革发起者试图通过减刑假释从严适用这种 “ 打板子” 的方式, 激励服刑人

员尽可能充分履行财产性判项。 顺着这个逻辑, 改革推行之后收益未能符合预期, 就得归咎于

服刑人员的履行意愿未能得到充分改善———服刑人员不愿履行是改革成效不彰的关键。
　 　 从服刑人员的角度看, 之所以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财产性判项, 他们声称是因为自己履

行能力不足。 当问卷调查询问服刑人员在关联机制改革推行之前为什么没有完全履行财产性判

项时, 超过 80%的人明确表示 “确实拿不出那么多钱” 。 当问卷调查针对改革推行之后尚未完

全履行财产性判项的服刑人员询问原因时, 仍有超过 70%的人明确表示 “想履行但没有钱” 。
　 　 改革后多数服刑人员仍未完全履行财产性判项, 这究竟是因为他们缺乏履行意愿, 还是因

为缺乏履行能力? 回答这一问题, 既不能依赖改革发起者一厢情愿的预判, 也不能听信服刑人

员的一面之词。 将改革效果不彰一味归咎于服刑人员不愿履行, 目前缺乏可靠证据的支持。 与

此同时, 声称不能履行, 也很可能只是服刑人员趋利避害的托词。 从制度设计看, 服刑人员只

要声称自己没有履行能力, 理论上就有可能避开改革的惩罚效果。 那么, 服刑人员作为改革的

对象, 从其个人层面来说, 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改革效果更好达成? 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
既有助于检视目前改革效果不彰的症结所在, 又事关改革未来的努力方向, 亟需结合数据作出

一个初步的判断。
　 　 (二) 问题的操作化展开

　 　 1. 方法与模型

　 　 关联机制改革旨在改善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 希望通过从严控制减刑假释,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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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激励更多的人更充分地履行财产性判项。 因此, 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执行率的提升只是初

步目标, 执行到位率的提升才是改革的最终追求。 如前文所示, 改革推行之后, 全体服刑人员

财产性判项的执行到位率虽有提升但依然处于低位。 从个人层面看, 究竟是服刑人员的履行意

愿不足 (不愿履行) , 还是服刑人员的履行能力不足 ( 不能履行) , 阻碍了关联机制改革对财

产性判项执行到位率的有效提升? 基于服刑人员的问卷调查数据, 上述问题可以进一步被操作

化为关联机制改革之后服刑人员仍未全部履行财产性判项的影响因素识别。 为了实现这一目

的, 我们选择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首先, 进入模型的服刑人员样本需要再筛选。 以关联机制改革推行之前尚未完全履行财产

性判项作为筛选条件, 对服刑人员样本进行再次筛选, 同时剔除一些缺失关键数据的样本之

后, 最终有 556 名满足条件的服刑人员作为样本进入回归模型。
　 　 其次, 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因变量设置为改革后是否仍未完全履行财产性判项, 以二

分变量的形式存在。 具体来说, “ 服刑人员在改革后完全履行” 这一情况被设定为 0, “ 服刑

人员在改革后尚未完全履行 (包括只是部分履行或者根本没履行这两种情况) ” 被设定为 1。
　 　 最后, 根据问卷调查所掌握的数据引入回归模型的自变量。 从个人层面看, 服刑人员能否

完全履行财产性判项, 同时与履行能力和履行意愿两方面相关。
　 　 ( 1) 与服刑人员履行能力相关的维度和指标。 在丧失人身自由的情况下, 服刑人员的履

行能力与其家庭经济情况和支持力度密切相关。 在判断服刑人员家庭经济情况方面, 服刑人员

的自我报告只能作为参考依据之一, 还要结合其狱内消费的主要来源、 狱内消费水平等客观指

标进行综合观察。 以家人汇款作为狱内消费主要来源的服刑人员, 其家庭经济情况应好于以狱

内劳动所得作为狱内消费主要来源者。 日常狱内消费处于较高水平的服刑人员, 其家庭经济情

况也应好于日常狱内消费处于较低水平者。 与此同时, 将服刑人员与家人的主要联系方式作为

家庭支持力度的衡量指标, 以探监作为主要联系方式的家庭对服刑人员的支持力度, 显然大于

以通信或者电话为主要联系方式的家庭。
　 　 ( 2) 与履行意愿相关的维度和指标。 服刑人员的履行意愿是一种权衡利弊之后的决定。
关联机制推行之后, 以尽可能小的金钱支出换取尽可能大的减刑假释可能性, 是每个受到改革

影响的服刑人员都在心里做的计算题。 因此, 服刑人员在关联机制推行后履行财产性判项的意

愿与应履行的财产性判项有关, 比如金额越大、 种类越多, 完全履行的动力就越小, 再如改革

之前就部分履行过财产性判项者比完全未履行者继续履行的意愿会更大。 与此同时, 服刑人员

的履行意愿也与其剩余刑期的长短有关。 从常理推测, 服刑人员剩余刑期越长, 主观上对减刑

假释的渴望越强, 客观上获得减刑假释 ( 主要是减刑) 的机会也越多, 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

的意愿也就越强; 剩余刑期越短则反之。 另外, 服刑人员对关联机制改革的看法, 也是他们履

行意愿的投射, 对改革持正面看法的人一般来说履行财产性判项的意愿也更强。
　 　 在构建完毕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履行能力、 履行意愿的自变量之后, 与服刑人员主体特征

相关的自变量, 比如性别、 年龄、 是否 “三类罪犯” , 也要引入回归模型。
　 　 2. 发现与讨论

　 　 以改革之前 556 名未全部履行财产性判项的服刑人员为样本, 将改革后是否仍未完全履行

财产性判项作为因变量, 同时引入服刑人员主体特征、 与服刑人员履行能力相关因素、 与服刑

人员履行意愿相关因素三个维度的自变量, 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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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后财产性判项执行到位率提升效果不彰的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 比值比 p 值

主体特征

女性 0. 074 1. 077 0. 799

年龄 0. 001 1. 001 0. 957

三类罪犯 0. 897 2. 452∗ 0. 022

履行能力相关因素

入狱前是家庭经济支柱 0. 414 1. 513 0. 109

家庭经济水平好 0. 137 1. 146 0. 657

家庭经济水平差 0. 620 1. 859∗ 0. 034

狱内高消费 -1. 060 0. 347∗∗∗ 0. 001

狱内低消费 0. 973 2. 646∗∗∗ 0. 000

狱内消费依靠家人汇款 -0. 560 0. 571 0. 103

联系家人主要通过探监 0. 433 1. 542 0. 085

履行意愿相关因素

剩余刑期 (月) 0. 008 1. 008∗∗ 0. 009

不止一项财产性判项 0. 029 1. 030 0. 902

应缴财产性判项总数额 0. 000 1. 000 0. 116

改革前曾部分履行 -0. 418 0. 659 0. 093

认为关联机制合理 -0. 002 0. 998 0. 996

认为关联机制不合理 0. 895 2. 448∗∗ 0. 009

认同 “关联机制就是花钱买刑” -0. 024 0. 976 0. 944

不认同 “关联机制就是花钱买刑” -0. 599 0. 549 0. 076

样本数 556

Nagelkerke
 

R2 0. 347

　 ∗∗∗
 

p<0. 001;∗∗
 

p<0. 01;∗
 

p<0. 05

　 　 回归结果显示, 从服刑人员个人层面看, 有六个自变量对改革后财产性判项执行到位率提

升效果不彰存在显著影响。 首先, 相比普通罪犯, “三类罪犯” 在改革推行后更难全部履行财

产性判项。 这个发现进一步确证了前文关于改革存在激励偏差的发现。 其次, 在与履行能力相

关的自变量中, 服刑人员自我报告的家庭经济水平情况这一主观测量指标和服刑人员狱内消费

情况这一客观测量指标, 均对改革后服刑人员不能完全履行财产性判项的结果存在显著影响。
具体来说, 改革推行之后, 自我报告家庭经济情况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服刑人员, 相较于处于

社会平均水平者, 更难全部履行财产性判项。 日常狱内低消费的服刑人员更难在改革之后全部

履行财产性判项, 日常狱内高消费的服刑人员则正好相反。 最后, 改革后服刑人员不能完全履

行财产性判项的结果, 也受到两个与服刑人员履行意愿相关的自变量的显著影响。 认为关联机

制改革不合理的服刑人员在改革之后更难完全履行财产性判项, 这个发现符合常识。 然而, 另

外一个自变量对结果的影响方式出人意料。 回归模型显示, 服刑人员的剩余刑期越长, 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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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后越可能不全部履行财产性判项, 这一发现与最初的假设完全相反。
　 　 基于上述发现可以论断, 关联机制改革在提高财产性判项执行到位率方面效果不彰, 既与

服刑人员履行意愿不足相关, 也确实与服刑人员履行能力不足相关, 不能简单归咎于服刑人员

不愿履行。 自述家庭经济情况较差以及日常狱内低消费的服刑人员, 在改革之后就是更难完全

履行财产性判项。 关联机制作为一种激励机制, 只能改变服刑人员的履行意愿, 而无法改变服

刑人员的实际履行能力。 服刑人员实际履行能力不足, 是目前阻碍改革收益更好达成的影响因

素, 也会成为改革未来纵深推进时难以摆脱的客观制约因素。 过去十余年改革的全面推行是否

将要逼近或者已经逼近服刑人员履行意愿改善的极限? 改革未来是否还应继续坚持服刑人员不

愿履行是财产性判项执行难主因的预判, 进而采取更为严厉的减刑假释政策来激励履行? 决策

者在制定改革未来的规划时, 需要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就现有发现而言, 改革未来在激励服刑人员改善履行意愿方面尚有一定的努力空间: 其

一, 目前改革对 “三类罪犯” 完全履行财产性判项的激励效果低于普通罪犯。 按照常理, “ 三

类罪犯” 的履行能力应好于普通罪犯, 改革未来应将重点放在改善 “ 三类罪犯” 的履行意愿

上。 其二, 目前改革对剩余刑期较长服刑人员完全履行财产性判项的激励效果低于剩余刑期较

短的服刑人员。 一般来说, 剩余刑期较长的服刑人员相较于剩余刑期较短的服刑人员, 早日出

狱的渴望更强烈, 获得减刑假释的机会也更多, 为什么反而激励不足? 对这个问题答案的探

寻, 也将构成未来改革收益的增长点。

四、 惩罚与反弹: 直接成本的揭示

　 　 任何一项改革, 有收益就必定有成本。 在目前以法院为中心的关注视野下, 被判处财产性

判项的服刑人员以及关押服刑人员的监狱, 几乎成了改革中 “ 失声的他者” 。 改革对这些服刑

人员造成了哪些负面影响, 监狱又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这些都是关联机制改革有待揭示

的直接成本。
　 　 (一) 对服刑人员的负面影响

　 　 1. 过度惩罚和打击失准

　 　 ( 1) 过度惩罚

　 　 从关联机制改革的制度设计看, 在被判处财产性判项的服刑人员中, 唯独有能力履行却无

意愿履行者才可以被视为改革的不合作者, 进而对其从严把握减刑假释的适用。 然而, 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 改革后服刑人员大范围遭遇减刑假释从严适用。 在 839 名被判处财产性判项的服

刑人员中, 有 640 人明确回答其减刑假释因为关联机制改革受到了不利影响, 占总数的 76%。
改革给服刑人员减刑假释带来的不利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 具体如下: 首次减刑起始时间推

迟, 汇报人数占总数的 34%; 两次减刑间隔时间变长, 37%; 每次减刑幅度变小, 57%; 无法

减刑, 24%; 无法假释, 31%。 而且, 一名服刑人员可能同时受到上述两种及以上的不利影

响。 问卷结果显示, 在 839 名被判处财产性判项的服刑人员中, 接近半数汇报因关联机制改革

其减刑假释受到不止一种不利影响。
　 　 现实中改革后减刑假释从严适用的服刑人员范围如此之广, 都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履行却无

意愿履行财产性判项吗? 恐怕未必。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 在改革推行之前, 在 839 名被判处财

产性判项的服刑人员中, 近 90%的人尚未全部履行, 成为关联机制改革的目标。 改革推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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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总数 14%的人被鉴别出确实无履行能力, 减刑假释未从严适用,
 

〔13〕
 

剩下约占总数 76%的

人则被推定为有能力履行却不愿履行。 在减刑假释从严适用的负面激励之下, 约占总数 23%
的人全部履行了财产性判项, 剩余占总数 53%的人仍未全部履行。 由前文回归模型结果可知,
改革后未能全部履行财产性判项, 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些服刑人员履行意愿不足, 履行能力不

足确是客观阻碍因素。 因此, 现实中改革后大部分减刑假释被从严适用的服刑人员, 不能被确

定无疑地归类为有能力履行却无意愿履行的不合作者, 他们只是被简单粗暴地 “ 一刀切”
了———改革落地时不当地扩大了打击面, 从而沦为一种过度惩罚机制。
　 　 ( 2) 打击失准

　 　 除了过度惩罚之外, 关联机制改革还存在打击失准的问题。 尽管 “ 三类罪犯” 是改革的

重点目标, 改革后普通罪犯却更大范围地在减刑假释适用上遭受了更多的不利影响。 在问卷调

查中, 汇报改革后减刑假释适用受到不利影响者, 在普通罪犯中的占比 ( 78%) , 略高于在

“三类罪犯” 中的占比 ( 70%) 。 就每一种不利影响分别进行测算, 改革打击失准的倾向就更

为明显: 首次减刑起始时间推迟, “ 三类罪犯” 中的占比为 24. 3%, 普通罪犯中的占比为

36. 3%; 两次减刑间隔时间变长, 占比分别为 27%和 39. 5%; 每次减刑幅度变小, 占比分别

为 48. 6%和 58. 9%; 无法减刑, 占比分别为 18. 2%和 24. 8%; 无法假释, 占比分别为 38. 5%
和 28. 6%。
　 　 不难看出, 普通罪犯相较于 “ 三类罪犯” 在更大范围内遭受了减刑适用上更多的不利影

响。 汇报首次减刑起始时间因改革而推迟者、 两次减刑间隔时间因改革而变长者、 每次减刑幅

度因改革而变小者、 因改革而无法减刑者, 在普通罪犯中的占比, 均明显高于在 “ 三类罪犯”
中的占比。 尽管在假释适用上 “ 三类罪犯” 比普通罪犯受到了更多的不利影响, 但这无法实

质性扭转改革打击失准的问题。 众所周知, 我国的假释率多年来一直在低位徘徊, 低到近乎可

以忽略不计。
 

〔14〕
 

司法实践中, 减刑才是服刑人员早日出狱的主要渠道。 因此, 改革导致减刑

适用从严才更具有实质的惩罚意义。
 

〔15〕

　 　 2. 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

　 　 ( 1) 全体服刑人员的一般性测量

　 　 关联机制改革广泛触动服刑人员的核心利益———减刑假释, 加之改革落地时过度惩罚和打

击失准的问题并存, 从严适用减刑假释的服刑人员范围被不当扩大。 由此, 改革后大量服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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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数据统计, 在 839 名被判处财产性判项的服刑人员中, 有 24%的人汇报减刑假释适用没有因为关联机

制受到不利影响, 这部分人里必然包含在关联机制推行前就将财产性判项履行完毕的人 ( 占总数的 10. 3% ) 。 二

者相减可以得到关联机制鉴别出的无履行能力者在总数中的占比, 即约等于 14% ( 24% - 10. 3% ) 。
2020 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刑罚变更执行法律监督工作情况时披露, 我

国司法实践中, 减刑、 假释适用不平衡, 罪犯减刑比例一般在百分之二十多, 假释比例只有百分之一左右, 假释

适用率低 ( 参见赵倩、 高鑫: 《 我国罪犯假释比例仅 1% , 司法部监狱管理局: 将推进假释适用》 , https: / / www.
sohu. com / a / 399456060_116237, 2025 年 1 月 8 日最后访问) 。 2023 年 11 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以 “ 假释监督”
为主题发布第 49 批指导性案例, 再次明确指出假释的适用率极低。 从办案数据看, 近年来假释案件数量降幅明

显, 2020 年较 2019 年下降 30. 8% , 2021 年较 2020 年下降 41. 2% , 2022 年较 2021 年又下降了 14. 0% 。 有的省

份连续两年没有办理一起假释案件, 这与同为刑罚变更执行方式的减刑制度适用形成鲜明对比, 严重限制了假释

制度功能的实现 ( 参见 《 厘清争议, 明晰规则, 依法推进假释制度适用: 最高检第五检察厅负责人就第四十九

批指导性案例答记者问》 , https: / / www. spp. gov. cn / spp / xwfbh / wsfbt / 202311 / t20231106 _ 632912. shtml# 3, 2025
年 1 月 8 日最后访问) 。
前文评估改革收益时发现, 改革后 “ 三类罪犯” 财产性判项执行率和执行到位率提升情况均不如普通罪犯, 这

可能与改革后 “ 三类罪犯” 事实上的减刑从严适用力度不如普通罪犯有关。



员出现了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 在问卷调查中, 当询问服刑人员是否因改革的推行出现不良反

应和消极心态时, 在 839 名被判处财产性判项的服刑人员中, 506 人明确给出了肯定回答, 占

比高达总数的 61%。 具体到每一种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 结果如下: 拒绝劳动, 占比为 11. 8%;
和狱友起冲突, 20. 5%; 和干警起冲突, 6. 8%; 与家人关系紧张, 20. 4%; 丧失改造积极性,
34. 8%; 痛恨司法不公, 20. 5%; 仇视社会, 17. 2%; 对未来丧失希望, 48. 3%。
　 　 鉴于外在不良反应是内在消极心态显露的冰山一角, 改革后汇报出现消极心态者的占比应

高于汇报出现不良反应者。 就消极心态看, 汇报自己产生绝望心态者 ( 丧失改造积极性、 对

未来丧失希望) 明显高于汇报产生极端情绪者 (痛恨司法不公、 仇视社会) , 特别是汇报对未

来丧失希望者占服刑人员总数近一半, 尤为触目惊心。 就不良反应看, 虽然汇报改革后出现拒

绝劳动、 和狱友起冲突、 和干警起冲突这些极端行为者的占比, 从数值上看不算大, 但上述行

为属于严重违纪违规, 出现几率本该很低, 一旦出现就会给监管安全造成重大风险, 值得关注

和警惕。 除此之外, 改革还导致五分之一的服刑人员家庭关系紧张, 意味着这部分人服刑期间

想要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难以得到家属配合, 刑满释放后也不易获得家庭的支持。 综合来看,
大量服刑人员存在消极心态, 给未来各种不良反应的持续出现提供了土壤, 改革对服刑人员造

成的负面影响会长期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 在监狱这种全面监控环境下展开问卷调查, 对于如实汇报自己的负面情

况、 特别是消极想法, 服刑人员往往心存顾虑, 担心被狱方知晓后会惹来麻烦。 因此, 现实层

面服刑人员因关联机制改革产生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的实际情况, 很可能比问卷调查结果更严

重。 这是改革被忽视的重要成本, 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 2) “三类罪犯” 与普通罪犯的比较性测量

　 　 尽管 “三类罪犯” 应是改革的重点对象, 但改革后普通罪犯相较 “ 三类罪犯” 更大范围

地出现了更多的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 在问卷调查中, 当询问服刑人员是否因为关联机制改革

出现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时, 明确作出肯定回答者在普通罪犯中的占比 ( 65%) , 高于在 “ 三

类罪犯” 中的占比 ( 47%) 。 具体到每一种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 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拒绝劳

动, “三类罪犯” 中的占比为 3. 5%, 普通罪犯中的占比为 14. 2%; 和狱友起冲突, 占比分别

为 4. 9%和 17. 9%; 和干警起冲突, 占比分别为 2. 1%和 8%; 与家人关系紧张, 占比分别为

12. 8%和 22. 9%; 丧失改造积极性, 占比分别为 21. 3%和 39. 1%; 痛恨司法不公, 占比分别

为 12. 8%和 23. 1%; 仇视社会, 占比分别为 6. 4%和 20. 1%; 对未来丧失希望, 占比分别为

37. 3%和 52. 3%。
　 　 改革后普通罪犯相较 “ 三类罪犯” 更冲动、 更绝望、 也更消极, 这与改革打击失准脱不

开干系。 改革导致普通罪犯一面在减刑适用上受到更多从严对待, 一面为了早日出狱被迫更积

极地履行财产性判项。 在自由和金钱方面遭受更多双重损失的普通罪犯, 自然会比 “ 三类罪

犯” 更多出现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 普通罪犯占服刑人员的大多数, 这进一步放大了问题的

严峻性。
　 　 (二) 监狱部门的风险挑战

　 　 关联机制改革把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的履行与其减刑假释相挂钩, 监狱部门被迫卷入, 成

了并不情愿的协助方。 作为自由刑执行机关, 监狱无法受益于财产性判项执行难问题的改善,
却会因为改革对服刑人员的负面影响而受到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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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监管安全的风险

　 　 从古至今, “监禁的不同目的一直在冲突、 碰撞, 通常监狱安全和安全羁押的要求压倒了

监禁的其他目的” 。
 

〔16〕
 

毫无疑问, 监管安全是监狱工作的生命线, 是监狱部门的核心利益。
监狱监管安全因关联机制改革对服刑人员产生的负面影响而面临重大风险, 而且这一风险在三

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持续升级。
　 　 从制度设计看, 改革以触动服刑人员的核心利益为激励手段。 早年司法部一项对全国监狱

服刑人员的调查显示, 减刑假释是绝大部分犯人最希望得到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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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将服刑人员财产

性判项的履行与减刑假释相挂钩, 实质性增加了减刑假释的难度, 损害了服刑人员的核心利益。
同时, 这种损害具有广泛性, 因为实践中绝大部分服刑人员都被法院判处了财产性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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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入狱服刑时往往尚未完全履行财产性判项。
 

〔19〕

　 　 从实践操作看, 改革落地时的异化进一步放大了制度设计上的惩罚性。 由于无法有效甄别

服刑人员是否具有财产性判项的履行能力, 很多客观上履行能力不足的服刑人员也被从严适用

减刑假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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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改革打击失准, “ 三类罪犯” 在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的积极性提升

不如普通罪犯, 后者的减刑适用却受到了更严厉的把控。 过度惩罚和打击失准叠加在一起, 不

当扩大了改革的打击面, 继而引发服刑人员更多的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
　 　 从救济渠道看, 因关联机制改革利益受损的服刑人员只能被动承受不利后果, 很难申诉。
我国的减刑假释制度一直奠基于奖励说而非权利说之上, 法院作为国家的代理人, 拥有给或不

给奖励、 给出多少奖励的终极决定权, 而不容服刑人员置喙。 改革给减刑假释的适用加入了积

极履行财产性判项这一条件, 既增加了获得奖励的难度, 又稀释了奖励的浓度。 与改革前相

比, 服刑人员难免存在心理落差。 当改革不当扩大打击面时, 减刑假释的奖励性定位又基本抹

杀了救济的可能, 利益不当受损的服刑人员由此陷入更为绝望的境地。
　 　 作为关押服刑人员的场所, 监狱被迫直面和承受服刑人员的负面情绪。 作为减刑假释的提

请机关, 监狱很自然会成为服刑人员减刑假释受挫后最方便的迁怒对象。 如何应对大量心态消

极、 情绪负面的关押对象, 成为改革推行之后摆在监狱面前的难题。 而且, 监狱面临的监管安

全压力不是一时的。 改革推行后服刑人员大范围出现极端情绪 ( 如痛恨司法不公、 仇视社会)
和消极心态 (如丧失改造积极性、 对未来丧失希望) , 给监狱监管安全埋下重重隐患, 监管安

全风险将长期处于高位。
　 　 2. 对改造工作的挑战

　 　 作为惩罚和改造罪犯的场所, 监狱从来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 把罪犯改造好才是更高的追

求目标。 监狱改造罪犯, 一直实行的是 “ 给希望, 给出路” 的政策, 用减刑假释激励服刑人

员遵守监规、 积极改造。 关联机制改革的推行, 极大地消解了减刑假释的激励功能, 使监狱的

罪犯改造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监狱对罪犯的改造其实是一种交易的结果。 罪犯以自己的积极行为和正确思想认识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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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哈利·波特: 《 牢影: 英国监狱史》 , 胡育、 武卓韵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 第 176 页。
参见郭建安、 鲁兰主编: 《 中国监狱行刑实践研究》 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80 页以下。
以本次问卷调查为例, 在完成问卷调查的 909 名服刑人员中, 约 92%被判处了不同类型的财产性判项。
以本次问卷调查为例, 在被判处财产性判项的服刑人员中, 在改革推行前未完全履行财产性判项者占九成左右。
详见前文回归模型的发现和讨论。



换监狱可以让渡的个体自由。 一旦罪犯看不到这种交易能够持续进行, 罪犯不能获得自己想要

提前恢复的自由, 罪犯将因此而对改造失去了积极性。”
 

〔21〕
 

关联机制改革, 一方面显著提高

了服刑人员获得减刑假释的难度。 相较之前, 服刑人员除了在狱内好好改造之外, 还要积极履

行财产性判项, 但后者完全仰赖家属的配合, 并且受制于家庭经济情况, 无法仅凭自身正确的

思想认识和积极行动就可以实现。 另一方面, 改革降低了狱内良好表现对减刑假释裁决结果的

影响权重, 这意味着监狱对服刑人员减刑假释的影响力或者话语权大不如前。 在改革的冲击

下, 服刑人员和监狱原有的 “改造交易模式” , 逐渐趋于崩坏。
　 　 究其根本, 监狱原先顺利开展罪犯改造工作的秘诀重在正面激励, 即把减刑假释作为奖励

并向服刑人员展示其可得性,
 

〔22〕
 

而关联机制改革的核心设计重在负面激励, 以剥夺减刑假释

这种奖励作为威胁。 方向相悖, 决定了监狱改造工作必然会受到改革的冲击。 服刑人员减刑假

释的适用因改革而大范围收紧, 大量难以减刑假释的服刑人员就丧失了改造的积极性。
 

〔23〕
 

改

革极大地消解了减刑假释对服刑人员改造的激励作用, 面对困局, 监狱也在积极寻找新的激励

手段。 实践中, 有的监狱尝试采用物质奖励的方法, 给积极改造但是因为关联机制改革而减刑

假释受到限制的服刑人员发放一定数额的奖金。 然而,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这种替代措施对服

刑人员的激励作用难以和减刑假释相比肩。
 

〔24〕
 

目前来看, 改革后监狱的罪犯改造工作将长期

面临挑战。

五、 重负与隐患: 负外部性的预警

　 　 长远来看, 关联机制改革给服刑人员和监狱部门带来的不利影响, 还具有面向全社会的负

外部性, 会在更宏观的社会层面至少产生两方面的成本。
　 　 (一) 国家财政的重负

　 　 关联机制改革的推行显著削弱了减刑假释制度疏导监狱人口的功能, 由此导致的监狱人口

滞留和 “老犯” “病犯” 占比的提升, 将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
　 　 刑罚作为一种重要的犯罪控制手段, 其运行成本极为高昂。 数据显示, 2017 年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管理每名囚犯的成本, 就超过了送一名学生上哈佛大学全年所需费用。
 

〔25〕
 

在我国,
根据监狱管理部门多年前的测算, 国家每年对每名在押犯投入的改造成本在 5 万元左右,

 

〔26〕
 

这个数字显然还在逐年上升。 国家财政有限, 需要财政投入的公共事务繁多, 将过多的财政经

费投入监狱而不是教育或者其他更具有建设性的事项上, 既不经济也不理性。 现实的制约必然

要求政府以尽量少的刑罚资源投入来最大化犯罪治理的社会效益。 因此, 减刑假释制度对监狱

人口的疏导功能, 就显得十分重要。

·461·

法学研究 2025 年第 4 期

〔21〕
〔22〕
〔23〕

〔24〕

〔25〕

〔26〕

胡配军: 《 刑法的激进与监狱管理创新》 , 《 政法学刊》 2012 年第 5 期, 第 50 页。
一位资深监狱工作者形象地称之为 “ 得让服刑人员 ‘ 看着亮’ ” 。
问卷调查中有一名服刑人员直接在问卷中这样写: “ 要是不发工资, 你们还会好好工作么? 没有减刑假释了, 我

们怎么还会积极改造?”
当询问 “ 监狱想通过计分考核成绩与物质奖励、 处遇级别挂钩提高服刑人员积极性, 您怎么看” 时, 超过八成

的服刑人员明确否定了这一措施的有效性。
参见刘丹: 《 加州监狱管理囚犯成本创纪录 比哈佛学生费用还多》 , https: / / www. chinanews. com. cn / gj / 2017 / 06 -
06 / 8242751. shtml, 2025 年 1 月 8 日最后访问。
参见黄永维: 《 中国减刑假释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 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99 页。



　 　 近年来,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适用, 因为立法层面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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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层面的改革
 

〔28〕
 

以及

极端个案不良影响
 

〔29〕
 

的持续共振, 在规范层面和实践层面均持续趋严。 关联机制改革为服

刑人员减刑假释添加了新的限制性因素, 其在实践层面的异化进一步导致服刑人员适用减刑假

释大范围收紧, 在押犯数量因此不断积累。 特别是, 前文回归模型结果显示, 服刑人员的剩余

刑期越长, 在改革推行后越可能不全部履行财产性判项。 这意味着目前改革可能制造了某种恶

性循环———服刑人员剩余刑期越长➝服刑人员越不履行财产性判项➝服刑人员剩余刑期越

长———这会进一步增加监狱人口的数量。 我国监狱法第 8 条规定: “ 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

需经费。 监狱的人民警察经费、 罪犯改造经费、 罪犯生活费、 狱政设施经费及其他专项经费,
列入国家预算。” 改革后更多服刑人员更长时间滞留监狱, 国家在管理和改造罪犯方面的财政

投入也必定水涨船高。
　 　 长远来看, 监狱在押犯中 “老犯 “ “病犯” 占比也会随之上升, 由此产生的高昂医疗费用

和护理费用将给国家财政造成更大负担。 关联机制改革致使更多服刑人员更长时间滞留监狱,
会进一步加剧我国监狱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监狱人口滞留带来的加速老龄化, 又会导致患有老

年慢性病或者严重疾病的服刑人员数量增长。 在我国, “ 老犯” “ 病犯” 的医疗费用基本依靠

国家财政拨款, 不足之处再由监狱想办法补足。 “ 老犯” “ 病犯” 很少参加监狱劳动创造价

值, 还需要监狱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照料其日常生活, 迅速增长的医疗费用普遍高于国家财政拨

款。
 

〔30〕
 

随着改革的推进, 未来 “老犯” “病犯” 数量还会持续上升, 每年激增的护理费用和

医疗费用将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
　 　 算好改革的经济账, 不仅要关注改革在促进服刑人员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创造了多少经济

价值, 还要详细测算改革后监狱人口滞留和在押犯结构变化给国家财政造成和将要造成多大的

经济负担。 不能因为前者属于部门政绩而过分强调, 后者由全社会买单而略去不提。 将后者纳

入关注视野, 并在条件允许时进行详细测算, 方能全面评估改革利弊。
　 　 (二) 公共安全的隐患

　 　 改革对服刑人员的过度惩罚和打击失准, 可能会在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产生溢出效应, 从

而危及公共安全。 改革后监狱改造功能的实质性退化, 会使这类公共安全隐患长期存在。
　 　 改革后服刑人员大面积出现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 这些罪犯在服刑期间更可能抗拒改造,
刑满释放后则更可能重新犯罪, 特别是以报复社会为目的实施恶性犯罪。 问卷调查结果对此提

供了三方面的支持依据: 首先, 改革导致大量服刑人员适用减刑假释受到限制, 核心利益被剥

夺 (特别是被不当剥夺) 让他们感到绝望和愤怒, 痛恨司法不公、 仇视社会等极端情绪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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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 ( 八) 从立法上直接对被判处死缓的累犯, 因故意杀人、 强奸、 抢劫、 绑架、 放火、 爆炸、 投放危

险物质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以及因实施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 作出限制减刑的规定。
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关联机制以及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改革, 在收紧减刑假释适用方面打了一套组合拳。
孙某果案、 郭某思案等个别极端案例引起舆论大哗, 社会公众对违法违规减刑假释案件的民愤极大。 按照中央政

法委出台的全面排查整治意见要求, 全国各政法单位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筛查、 重点案件排查等方式, 对近 30 年

以来的 “ 减假暂” 案件开展全面筛查。 舆论压力和 “ 倒查 30 年” 运动式的排查整治, 对全国减刑假释的提请和

裁决产生了实质性的遏制效应。 尽管全面排查结果显示, 全国违法违规减刑假释的情况并不多, 但出于趋利避害

的考量, 无论是各政法单位还是减刑假释的具体经办人员, 在减刑假释提请和裁决方面的积极性均锐减。
比如, 据某省某监狱统计显示, 2015 年至 2018 年服刑人员医疗费以每年 5%的速度逐年递增。 而且 2015 年至

2018 年间, 年人均医疗费超出国家下拨经费标准的 36. 57% 。 患有严重疾病罪犯的治疗费用更是高昂, 某省某监

狱收押的一名艾滋病罪犯, 仅 2016 年一年的住院费就达 7. 3 万元。 参见魏彤: 《 我国监狱老病残犯若干问题研

究》 , 《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20 年第 6 期, 第 117 页。



到排解, 这些情绪很可能会在刑满释放后以极端行为表现出来。 其次, 改革后服刑人员要想获

得减刑假释, 必须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 但服刑人员家庭经济情况普遍一般甚至不佳, 大额金

钱支出会导致其家庭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 最后, 在押期间服刑人员能否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

完全仰赖家属配合, 这种刑罚殃及效应容易导致服刑人员家庭关系紧张。
　 　 综上可知, 改革事实上造就了一批更绝望、 更贫困、 也更缺乏家庭积极支持的罪犯, 他们

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会显著提高, 从而给公共安全造成威胁。 进一步来说, 由于改革

打击失准, 普通罪犯相较 “三类罪犯” 遭受了更多的不利影响。 普通罪犯所处的社会阶层更

低, 受教育程度也更低, 致使其出狱后生存状况更为恶劣, 认知更容易走极端, 出狱后重新犯

罪 (特别是以报复社会为目的实施恶性犯罪) 的可能性也就更高。 普通罪犯庞大的基数, 进

一步放大了此类公共安全隐患。
　 　 关联机制改革后监狱改造功能出现实质性倒退, 不仅无助于消除上述公共安全隐患, 反而

可能起到强化作用。 如前所述, 改革导致服刑人员减刑假释适用过度收紧, 一方面大范围引发

服刑人员的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 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消解了减刑假释制度原有的激励功能。 原

先激励罪犯改造所惯用的 “ 胡萝卜” 变小了, 行之有效的替代性激励措施尚未找到, 在现有

制度环境下又不允许过度使用 “ 大棒” 政策, 监狱在改造罪犯时就陷入了困境。 对于改革后

大量减刑假释无望的服刑人员来说, 监狱几乎成了物理性关押和单纯惩罚的场所, 改造向善的

可能性下降。 在缺乏有效激励的情况下, 服刑人员外在的不良行为表现还可能被强行压制, 内

在的消极主观认知却很难扭转, 甚至会越来越偏激与消极。 刑满释放后, 他们重新犯罪乃至采

取极端行为报复社会的可能性只会有增无减。 在监狱内未能改造向善的罪犯, 刑满释放后不断

回归到社会上, 公共安全隐患由此将长期存在。

六、 认知重构、 方向调整和策略变更

　 　 2024 年,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 《 关于办理减刑、 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的规

定》 (以下称 “ 2024 年新规” ) , 旨在为关联机制改革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关联标准不统一、 履

行能力判断困难、 机械关联、 过度关联等问题, 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 2024 年新规” 以如

何判断服刑人员履行能力为内容重点, 通过正向证明加负面清单的方式, 界定了确无履行能力

的判断标准, 增强了履行能力判断的可操作性。 与此同时, “ 2024 年新规” 增加了撤销规定,
明确罪犯被裁定减刑、 假释后, 发现其虚假申报、 故意隐瞒财产, 情节严重的, 应当撤销减

刑、 假释, 由此进一步强化了关联机制改革的惩罚性。
 

〔31〕

　 　 规范层面的完善和细化, 当然有助于关联机制改革的纵深推进, 但如学者所言, “ 只要问

题足够复杂, 形式主义其实从来都是指望不上的” 。
 

〔32〕
 

关联机制改革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种种

问题, 规范指引过于笼统只是原因之一, 改革各方主体存在利益冲突难以合作协调才是症结所

在。 如何权衡不同的价值取向, 如何尊重趋利避害的人性, 如何调整不同主体的利益分配, 比

规范层面的完善和细化更为关键。 决策者亟需摆脱法院视野的局限性和部门利益的束缚, 进入

改革利益冲突的真实环境, 对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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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同前引 〔 3〕 。
戴昕: 《 信息隐私: 制度议题与多元理论》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年版, 第 11 页。



　 　 本文摒弃了以法院视野为中心的观察方式, 立足于我国三地监狱服刑人员的问卷调查, 对

关联机制改革运行的实际效果进行了评估。 研究发现: 改革在提升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执行率

和执行到位率方面确有一定效果, 但提升幅度有限, 特别是执行到位率在改革后仍处低位; 改

革存在激励偏差, “ 三类罪犯” 作为改革重点对象未受充分激励, 执行改善情况不如普通罪

犯; 改革效果不彰, 不能完全归咎于服刑人员履行意愿不足, 也与履行能力不足显著相关; 服

刑人员客观履行能力不足影响了改革过往收益的更好达成, 也会阻碍改革未来的纵深推进; 现

实层面改革对服刑人员过度惩罚且打击失准, 导致服刑人员 ( 特别是普通罪犯) 减刑假释适

用大范围收紧, 广泛引发服刑人员的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 这给监狱监管安全和罪犯改造工作

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 在更宏观的层面也会给国家财政造成重大负担, 并给公共安全带来重大

且长期的隐患。
　 　 由于无法获得系统性的监狱数据, 上述结论只能是暂时的, 但观察视野的转换给如何深化

改革带来了新的思路。 结合本文的研究发现, 改革要想更好地降本增效, 需要在认知维度上加

深对改革多维属性的理解, 进而调整未来的努力方向和变更具体策略。
　 　 (一) 认知重构: 改革的多维属性

　 　 1. 作为激励机制

　 　 关联机制改革首先是一项激励机制。 财产性判项执行难的症结在于法院和罪犯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 要想解决这一难题, 需要进行巧妙的制度设计, 激励罪犯主动披露自己的真实财产状

况信息, 从而有效降低官方信息甄别的成本。 简单来说, 制度激励旨在减少判断乃至不用判

断。 然而, 关联机制却将判断罪犯财产性判项的履行能力作为改革实行的前提, 实践层面始终

受困于这一设定, “ 2024 年新规” 的内容重点依然着重于此。 本应通过激励绕过 “ 判断难”
问题, 结果却一再受困于 “判断难” , 官方信息甄别的成本未能因改革的推行而显著降低, 关

联机制改革作为激励机制在制度设计上存在根本缺陷。 除此之外, 改革只能改善服刑人员的主

观履行意愿, 而无法改变其客观履行能力, 激励效果天然存在天花板。 在全国推行十余年后,
特别是在实践中过度惩罚倾向明显的情况下, 改革可能已经逼近服刑人员履行意愿改善的极

限, 未来若想通过更严厉的减刑假释适用来提升激励效果, 前景恐怕不容乐观。
　 　 2. 作为刑罚改革

　 　 关联机制改革也是一项刑罚改革。 任何刑罚改革的推行, 都必须有利于刑罚目的更好实

现。 关联机制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财产性判项 “ 空判” 的问题, 有助于刑罚报应目的更好

实现。 然而, 当这种改善部分建立在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过度关联、 机械关联的基础上时,
这种过度惩罚显然就超过了报应的合理限度。 虽然关联机制改革把服刑人员积极履行财产性判

项视为 “确有悔改表现” 的重要表征之一, 但实践中由于难以准确判断服刑人员的履行能力,
实务部门 “宁左勿右” 一刀切的做法, 导致大量服刑人员因减刑假释无望而滋生绝望情绪,
人身危险性不降反升, 从而有损刑罚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 因此, 深化关联机制改革必须以刑

罚目的为指引和约束。 与此同时, 关联机制改革的推行必须与其他刑事政策目标相兼容。 近年

来, 实务部门发布一系列文件和政策,
 

〔33〕
 

试图提升我国假释的适用率。 关联机制改革导致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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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相关文件包括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 《 关于办理减刑、 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 、 2020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 “ 六稳” “ 六保” 的意见》 、 2021 年 “ 两高两部” 《 关于加强减刑、 假释案件

实质化审理的意见》 、 2023 年 “ 两高两部” 《 关于依法推进假释制度适用的指导意见》 等。



刑假释适用过度紧缩, 与上述政策目标存在实质冲突, 需要及时调整。
　 　 3. 作为公共政策

　 　 关联机制改革还是一项公共政策。 改革的顺利推进仰赖公检法司多个部门协调配合, 运行

过程和改革结果都要消耗大量公共资源。 从影响看, 改革虽然发生在刑罚执行领域, 其溢出效

应却会在社会层面产生经济成本和安全风险, 切实影响公众福利。 公共资源和国家财政的有限

性, 决定了公共政策之间的竞争性。 国家不可能、 也不应该在某一项改革上投入过多资源, 或

者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 因此, 关联机制改革的纵深推进, 必须跳脱法院系统的部门利益, 在

更宏观的层面全面计算改革的收益和成本。 特别是要将那些不由法院系统承担、 过于隐蔽和非

即时的成本纳入决策者的视野, 认真进行权衡。 未来改革不应一味追求财产性判项执行的改善

效果, 而更要追求改革的效率, 注重改革的 “性价比” 。
　 　 (二) 方向调整: 改革的两个优先

　 　 1. 控制改革成本优先于提高改革收益

　 　 改革只能改变服刑人员的履行意愿, 而无法改变其履行能力。 罪犯 ( 特别是普通罪犯)
所处的社会阶层和家庭经济水平普遍偏低, 注定了改革收益的天花板不会太高。 改革一旦推进

不当, 其对监狱和服刑人员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会持续扩大, 最终会在社会层面造成重大损害:
改革导致大量服刑人员更长时间滞留在监狱, 国家财政的投入很可能远超改革在促进财产性判

项执行方面所获得的收益; 改革过分收紧服刑人员减刑假释适用叠加打击失准的问题, 所产生

的安全风险会实质性地危及公共安全。 收益提升空间有限而成本风险无上限, 决定了改革未来

必须以降低成本和控制风险为先, 而不宜盲目追求收益的提升。
　 　 2. 自由刑执行效果优先于财产性判项执行改善

　 　 “惩罚与改造相结合, 以改造人为宗旨” 历来是监狱系统的工作方针, 减刑假释制度则

是监狱激励服刑人员积极改造的重要抓手。 然而, 关联机制在推行过程中为了促进财产性判项

的执行而过度收紧减刑假释的适用, 广泛引发服刑人员的不满, 直接冲击监管安全, 也导致监

狱的罪犯改造工作遭遇困难。 未来必须正视监狱部门的诉求和罪犯改造工作的重要性, 在保证

自由刑执行效果的前提下, 再追求财产性判项执行的改善。
　 　 (三) 策略变更: 改革的三点建议

　 　 1. 放宽减刑假释, 降低改革风险

　 　 相较于 2010 年 《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和 2012 年 《 关于办理减刑、
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 最高人民法院 “ 2024 年新规” 强调了罪犯确有履

行能力而不履行的, 减刑假释要从严, 不再提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的可以从宽适用减刑假释。
由于履行能力判断和审查材料的细化规定, 再加上撤销减刑假释裁定的条款, “ 2024 年新规”
的施行必然导致实践中减刑假释适用再度收紧, 进一步增加改革成本, 特别是公共安全风险。
应当深刻认识减刑假释在激励罪犯改造和疏导监狱人口方面的重要作用, 落实 2023 年 “ 两高

两部” 《关于依法推进假释制度适用的指导意见》 “ 扩大假释适用” 的政策精神, 在司法解释

和规范性文件中及时增补 “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的可以从宽适用减刑假释” 的规定, 指导法

院审慎适用从严规定。
　 　 2. 明确打击重点, 缩小打击范围

　 　 改革存在激励偏差, 本该作为改革重点对象的 “ 三类罪犯” 并未受到积极调动, 这与改

革推行过程中打击失准和过度惩罚的倾向脱不了干系。 未来改革亟需重申 “ 中央政法委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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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的精神, 明确打击重点, 对 “ 三类罪犯” 和普通罪犯分而治之, 以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

政策。 在规范层面, 需要在 “ 2024 年新规” 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和细化 “三类罪犯” 与普通

罪犯适用关联机制的区分度, 对 “ 三类罪犯” 严格控制减刑幅度, 但允许其通过全部履行财

产性判项来换取假释机会。 对普通罪犯则应实行阶梯式奖励模式, 部分履行财产性判项即可获

得减刑资格, 全部履行的应提高减刑幅度, 以此最大化激发履行积极性。 实践层面, 在无法判

断服刑人员是否具备履行能力时, 应推定其没有履行能力, 不得对其 ( 特别是普通罪犯) 减

刑假释有不利影响。
　 　 3. 优化部门联动, 畅通履行渠道

　 　 关联机制改革收益有限, 既有服刑人员履行能力或履行意愿不足的因素, 客观上也有各部

门协调不佳、 履行渠道不畅通的因素。 应尽快搭建全国统一的罪犯财产性判项协同执行平台,
对财产状况核查结果、 判项执行情况等进行动态更新, 保证公检法司各部门实现数据互通与共

享。 应敦促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做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工作。 法院系统应打破笼统立案的传

统, 实行罚金、 没收财产、 非法所得追缴、 退赃分项立案制度, 同时建立托管账户以接收罪犯

及其家属部分履行的或者被害人拒绝接受的财产性判项款项, 并对部分法院和法官怠于履职进

行训诫。 检察机关应对法院是否积极依职权执行财产性判项、 是否及时回复监狱发函、 有无怠

于履职的情况、 是否积极调查核实罪犯财产状况等展开切实监督, 不断增强检察监督效能。 在

改革逐渐逼近服刑人员激励效果天花板的情况下, 完善财产性判项执行的机制架构可能是未来

改革收益新的增长点。

Abstract:
 

To
 

motivate
 

inmates
 

to
 

comply
 

with
 

property-related
 

judgments,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has
 

implemented
 

a
 

nationwide
 

reform
 

linking
 

these
 

judgments
 

to
 

commutation
 

and
 

parole.
 

This
 

paper,
 

based
 

on
 

researches
 

conducted
 

in
 

three
 

prisons
 

in
 

China,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actual
 

impact
 

of
 

the
 

reform.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while
 

the
 

reform
 

has
 

increased
 

the
 

any
 

fulfillment
 

rate
 

and
 

complete
 

fulfillment
 

rate
 

of
 

property-related
 

judgments,
 

the
 

improvements
 

have
 

been
 

limited,
 

with
 

the
 

complete
 

fulfillment
 

rate
 

remaining
 

low.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argeted
 

three
 

types
 

of
 

offenders
 

is
 

not
 

as
 

good
 

as
 

that
 

of
 

ordinary
 

offenders,
 

indicating
 

a
 

misalignment
 

in
 

the
 

reform’s
 

focus.
 

The
 

limited
 

success
 

of
 

the
 

reform
 

is
 

not
 

solely
 

due
 

to
 

a
 

lack
 

of
 

willingness
 

among
 

inmates,
 

their
 

inability
 

to
 

comply
 

also
 

acts
 

as
 

an
 

objective
 

barrier.
 

Due
 

to
 

the
 

difficulty
 

in
 

accurately
 

assessing
 

inmates’
 

ability
 

to
 

fulfill
 

these
 

obligations,
 

the
 

application
 

of
 

commutation
 

and
 

parole
 

has
 

been
 

overly
 

restrictive,
 

often
 

placing
 

or-
dinary

 

offenders
 

at
 

a
 

greater
 

disadvantage
 

compared
 

to
 

the
 

three
 

targeted
 

groups.
 

These
 

dynamics
 

have
 

fostered
 

widespread
 

frustration
 

and
 

passivity
 

among
 

inmates,
 

undermined
 

prison
 

security
 

and
 

rehabilita-
tion

 

efforts,
 

increased
 

fiscal
 

burdens,
 

and
 

created
 

public
 

safety
 

risk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policy-
makers

 

should
 

go
 

beyond
 

refining
 

statutory
 

guidelines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reform
 

and
 

adjust
 

future
 

efforts
 

and
 

strategies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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